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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清代医病关系中，社会中上层病家掌握着治疗的决定权，但医家并

不因此完全被动，他们利用医术这一知识权力，积极争夺病家手中的治疗决定权。

他们所采取的策略主要有说服病家，延请其他医家作证，要求病家治疗保证专任，

哄骗病家、包治等。在激烈的争夺中，医家的心理产生了一些变化，有成功后的

庆幸，对病家的感激，有失败后的无奈，也有遭到误解后的愤怒。出于发泄对病

家的不满，为自己在病家博弈中的被动做出心理补偿等目的，医家在医书中故意

矮化病家，书写他们的多种负面形象，如不相信诊断，频繁换医，畏惧寒凉药物

和疼痛，喜好温补，违犯禁忌等。在社会下层病家与医家的关系中，医家掌握着

治疗的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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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福柯研究政治之外的权力以来，权力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

医疗史研究中，医病关系中的权力也被学者讨论。上个世纪 80 年代，英国学者

罗伊·波特论述前近代西方医病关系时指出，病人的权力使得医生变成商人，医

生因之感到愤怒1。后来，台湾学者雷祥麟和涂丰恩在论述中国明清时期的医病

关系时，也相继涉及此问题。雷祥麟认为，在治疗中，病人全家全方位参与治疗

的过程，握有最终的治疗权，医家没有权力2。涂丰恩主张，病人有充分的权力与

医者对话，甚至推翻对方的诊断。病人握有治疗的决定权，医者对治疗往往无能

为力3。这三位学者的分析的确反映了一定的事实，在前近代，无论是西方，还是

中国，病人掌握着治疗的决定权，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医生，医生为了获得任

用，受制于病人。 

然而，就中国历史时期医病关系来看，医书中的一则材料反映，台湾两位学

者的说法只是医病关系的一个面相。太仓沙头镇陈厚卿，秋天“觉神疲肢倦，胃

纳渐减”，先后三位医家治疗，疗效全无。病者“四十余日为更衣，二十余日未

食”。医家余景和受邀诊治，但病家众人对其治疗方案和用药质疑，多次议论纷

纷。余氏先是以包治，后以“延医治病，其权在医，旁人何得多言掣肘”之辞，

平息了众议，治愈病者4。余景和通过策略，两次说服病家接受自己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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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医生的这种行为类似于商人讨好顾客。见 Roy Porter. The Patient’ view: Doing Medical History from 

below.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4, No. 2(Mar., 1985), pp. 18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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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医家在治疗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积极争取治疗的决定权。同时，关于治

疗决定权的问题，从病家被说服的情况看，病家也认同医家掌握治疗决定权的说

法。这则材料说明了前近代社会医病关系中的权力问题并非像上述学者所说的那

么简单，同时，医家并非完全被动，而通过诸多策略，积极争取治疗的决定权。

这则材料所反映现象只是医家对治疗决定权的争夺的一个缩影，问题的全貌其实

更为丰富和复杂。 

为了全面呈现医家对治疗决定权争夺的全景，推进中国历史时期医病之间权

力关系的研究，本文在上述学者对中国前近代社会医病之间权力问题研究的基础

上，选择以清代医病之间的决定权问题，拟对医家对医疗权力的争夺及其策略，

期间产生的心理，以及争夺对如何影响医家对病家的书写等问题，做出全面而深

入的分析。 

一、医家争夺治疗权的策略 

文献显示，为了争夺治疗的决定权，医家采取了诸多策略。在此，我们讨论

主要的几种。 

（一）说服病家 

说服病家接受自己的治疗，是医家经常采取的一种策略，尤其是病家怀疑诊

断结果的情况下。有位七旬老人患疟疾，病家惶恐，延请医家章楠诊治，但质疑

其诊断结果。章氏以《内经》为据，就病证做了冗长的医学辨析，说服了病家，

继而治愈了病者1。限于文献，我们很难明确判断病家是否听懂章楠复杂的医学

解释，易言之，病家到底是“看门道”的内行，还是“看热闹”的外行？或许，

两者应该兼而有之。因为，如此专业的解释，如果没有相当系统的医学专业训练，

则很难做出评判。不过，章氏之所以作这样的解释，病家至少有一定的文化层次

和基本的医学常识2，否则章氏不会无的放矢。相比章氏冗长的专业辩论，医家王

泰林所做的解释则更加通俗。三十二岁的浦瑶官，九月间因好几天劳碌和服用酒

肉，患伏暑证。王泰林为其治疗，治疗起初不仅无效，而且病情持续恶化。病家

惶恐，对于王氏的用药提出了质疑。“病家曰：‘先生昨日用寒，今日用热，有是

理乎？抑有所据乎？但此子性命，全托先生身上。’余闻此言，因徐徐告曰：‘医

之心，仁心也。所以敢冒不韪，而随机应变。有是证，必有是药，昨热用寒，今

寒用热，又何疑乎？余肯写此方，是余之热心也，服与不服，余不相强。然势已

急，欲图万一之幸，舍此别无良法。’言毕辞归，次日复来请，盖喜其昨幸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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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效矣。”王氏继续治疗而病瘥1。面对病家的怀疑，王泰林没有做医学上的解释，

而从医德和治疗方法两个方面作了辩解，并且告知其病情的危险性和自己的努力，

继而以辞别表达自己的不满。当然，也可能是，王氏由于对病证没有完全掌握，

无法做出医学上的解释，才以自己的医德为掩护。从上述两个案例可知，针对病

家的质疑，医家不管是从医理，还是从医德，都积极说服病家，接受自己的治疗，

获得治疗的决定权。 

（二）治疗前口头约定专任 

在治疗前口头约定专任是医家避免弃用，获得治疗权的又一重要策略。王士

雄就曾这样做。“朱生甫明经令郎仲和，于六月初旬患疟，寒少热多，呕渴痞闷。

逆孟英视之曰：‘曩曾屡患此病，证形大略相同，广延名手治疗，总难即愈。病

辄经年，大受其累。闻君疗疟极神，不知能否于月内即痊？’”王士雄认为限期

太常，十天可以治愈，但“不可商于人，恐其于五种伤寒未能辨晰，而泥少阳正

疟之法以相争也。”病家答应后，王氏用八剂药物治愈了病者2。朱生甫曾患疟疾，

知道此病难治。因此，尽管社会传言王士雄治疟如神，但他还是先以治疗期限，

试探其把握性。王氏则顺水推舟，以保证更短的期限为由，提出专任的治疗条件。

这个策略很成功。明末清初医家李中梓也是如此。侍御冯五玉女儿患发热咳嗽，

已有半年之久，十月见吐血甚多，卧病在床。李中梓为其诊断后说：“法在不救，

人所共知。若能惟余是听，不为旁挠，可救十中之一。”之后李氏如法治疗，病

者服用七十剂药物后，才能起床，又经过三个月治疗，完全康复3。在此案中，李

中梓向病家说明病情的严重性，治愈的可能性及其条件——专任。在得到病家专

任的承诺后，他才着手治疗。由上述两个案例可知，医家获得专任的情况是，病

情十分严重，前面医家束手，当事医家向病家指出治愈的可能性，进而提出专任

的治疗条件，最终获得治疗的决定权。 

（三）邀请他医作证 

邀请其他医家作证，也是医家力保治疗权不被剥夺的一个策略。王士雄经常

采取这一策略。“程燮庭乃郎芷香，今春病温而精关不固，旬日后陡然茎缩寒颤，

自问不支。人皆谓为虚疟，欲投参附。”王士雄力批其非，辩论滔滔，病家信服，

以病者为历代单传，恳请王氏治疗。王氏说：“予虽洞识其证，而病情轇轕，纵

有妙剂，难许速功，治法稍乖，亦防延损。虽主人笃信，我有坚持，恐病不即瘳，

必招物议，中途岐惑，其过谁归？倘信吾言，当邀顾听泉会诊，既可匡予之不逮，

即以杜人之妄议，程深然之。”于是王顾二人商议立方，经过一番周折，治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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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者1。在治疗伊始，王士雄担心病家因疗程较长，病患不易痊愈而换医，要求邀

请医家顾听泉助阵，病家答应，治疗顺利完成。吴塘与陈颂帚两位医家经常合作

治病，前者甚至对后者用药的胆量能做出准确地估计2。这两位医家尽管也有技

术上的合作，但壮大医家一方的阵营，以应对病家，也应该是他们合作的潜在目

的。总而言之，医家邀请同行作证，主要是给病家证明自己诊断和治疗的正确性，

让病家信服自己，从而获得治疗的决定权。 

（四）设法哄骗病家服药 

见于病家经常因不认可某种药物或者某些治法，医家有时为了避免受其阻拦，

想方设法，哄骗病家接受。这个策略正是所谓的“瞒天过海”！徐大椿就曾用此

招。“淮安程春谷，素有肠红证，一日更衣，忽下血斗余，晕倒不知人。”医家抢

救后苏醒，但无法继续治疗。病家急忙延请徐大椿治疗，徐氏诊断后告诉病家：

“病可立愈，但我方君不可视也。”病者回答：“我以命托君，止求效耳，方何必

视。”尽管如此，徐大椿“用茅草根四两作汤，兼清凉平淡之药数品，与参附正

相反，诸戚友俱骇。春谷弟风衣，明理见道之士也，谓其诸郎曰：‘尔父千里招

徐君，信之至，徐君慨然力保无虞，任之至，安得有误耶。’服一剂，是夕稍得

寝，二剂手足温，三剂起坐不眩。然后示之以方，春谷骇叹，诸人请申其说。”

徐氏详细讲述了其中的医学道理，“于是始相折服”3。见于病家畏惧寒凉之剂，

徐氏为了避免干扰，不给病家看药方，但在煎药的过程中，还是被病家发现，受

到质疑。所幸，有人为徐氏援手，平息了反对意见。治愈后，徐氏让病家观看药

方，病者既惊骇又感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藏匿药方这招，徐大椿对治疗的决

定权肯定一开始就被剥夺。 

有的病家则以轻剂之名，哄骗病家服用峻猛之剂。“吴人畏服重药，马元仪

预用麻黄浸豆发蘖，凡遇应用麻黄者，方书大黄豆卷，俾病家无所疑惧。”4麻黄

发汗力量较强，可能伤病者元气，吴人因之认为麻黄是重药，畏惧服用。为了消

除病家的畏惧心理，马元仪将麻黄与大豆一起浸泡，同时在方中将麻黄写成大黄

豆，病者因此从名和药都无法认出麻黄，毫无顾虑地服用。可见，在当时，善意

的谎言成为医家取得病家信任，获得治疗决定权的可行策略。 

（五）包治 

包治是医家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因为包治意味着承担治疗的后果和责

任，一旦失败，结果不可想象。正因为如此，这个策略一经使用，效果立竿见影。

陈姓医家在治疗病者胡氏咽痛症时，因为众说纷纭，病家和其他人都不同认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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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陆以湉：《冷庐医话》卷一“用药”，沈红瑞、梁秀清主编：《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第 897 页。 



的诊断，他便说：“亟服之，迟将不及。苟无效，吾任咎耳。”病者服药后立刻痊

愈1。服药无效要承担责任，这种做法违反了当时医家的职业责任规范，其他医家

不敢由此担当。陈氏因此也获得病家的信任。 

最骇人的是医家以命做赌注。张聿青就有此行。林某患病，陈莲舫和张聿青

都受邀治疗，二人意见不一，张氏尽管在辩论获胜，但病家和陈氏还是不同意其

用药。张氏愤愤然，就说：“如不信，啜二之一，夜半知，明日继进，失事抵吾

命可也。”病家才同意服用张氏所开药物，治疗也如张氏预言，获得成功2。陈莲

舫可是曾经给光绪帝治病的御医，在当时名声很大，尽管在理论上争辩不过张氏，

但不愿服输，病家也附和。张氏一时兴起，提出拿性命作担保。陈氏被此招彻底

击败，病家也因之相信了张氏有治愈的把握，才给予其治疗的决定权。 

（六）其他策略 

除了上述主要策略外，医家还采取其他方式。毛遂自荐，且屡败屡战则是罕

见的一种另类方式。顾諟明儿子种痘，喻昌前往观看，认为痘疹比较危险。然而，

病者父亲因为痘科医家诊断为状元痘，不相信喻昌的诊断，出外办理公务。喻昌

找到与病家关系甚好的亲戚，进行劝说。之后回家，还修书一份，以激烈的言辞

向病家详细分析病情及其危险性。晚上才得到同意开方的答复，立刻草拟药方，

要求仆人送给病家，却遭到仆人的拒绝。不得已自己往返亲自送信。第二天又托

病家亲戚劝告病家给小孩服药，又遭到拒绝。最后想主动上门诊治，没有成功。

病者最后被那位医家治死。3喻昌此次主动求治，前后六次行动，均告失败，这正

可谓屡败屡战。喻昌这种做法似乎远远超出了当时医家职业规范，因此遭到了自

己仆人的反对，以及病家仆人的鄙视。可见，毛遂自荐的策略不易获得病家的信

任，帮助医家获得治疗的决定权。 

由上可知，医家在从病家手中争夺治疗决定权的过程中，经常采用说服病家，

要病家治疗前保证专任，邀请其他医家作证，哄骗病家，包治，毛遂自荐等。其

中，说服是最为常用的策略，对病家具有直接的作用。治疗前要病家口头保证专

任也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尽管这种策略只是道德上的软性力量。邀请其他医家作

证，说白了是在壮大医家自己的力量和阵势，为自己壮胆。哄骗策略实际上是瞒

天过海，是医家获胜的侥幸心理之使然。医家很少包治，但这个策略很有效，因

为在病家看来，它能说明医家有把握治愈疾病。至于毛遂自荐，尤其像喻昌的那

种自荐方式，医家甚少采用，也不易成功。 

 

                                                             
1 参见沈日富：《受恒受渐斋集》卷四“妇翁陈先生治疾记”，《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628 册，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第 232-233 页。 
2 参见张聿青：《张聿青医案》“张聿青先生传”，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 年，第 3-6 页。 
3 参见喻昌：《寓意草》卷四“直叙顾諟明二郎三郎布痘为宵小所误”，陈熠主编：《喻嘉言医学全书》，第

423-424 页。 



二、治疗决策权争夺中的医家心理 

从上述医家争夺治疗决定权的过程来看，医病双方争夺比较激烈。这种激烈

的争夺必然对医家心理产生不小的影响，在此，我们讨论医家在争夺中产生的主

要的几种心理变化。 

（一）被信任后的庆幸心理 

在没有受到病家干扰，治疗顺利进行时，医家往往感到庆幸。有位面白体壮

的病者，夏天患暑温，服用凉解之剂而愈。之后复发，自己服用苏合丸而成坏证，

病情极其难治。章楠治疗十余日而疗效全无，感觉自己无法疗，但“病家笃信，

不肯更医”。一天病者突然大汗欲脱，“几如死状”，章氏竭力救治，病情有所减

缓，但无明显好转。“此时已一月有二日矣。因病家笃信不获辞”。后来章氏绞尽

脑汁，才想出治法，继而治愈。为此甚为感慨：“呜呼！此证若非病家笃信专任，

余虽竭尽心思，无从着力。或多延数医，乱投杂试，则万无生理矣。”1这位病者

因自服药物而酿成十分复杂的坏证，章楠治疗十多天而无效，自己都气馁，但病

家笃信，不肯换医。后来，病情恶化，章氏治疗颇为艰难，一月有余，竟“颗粒

无收”，想退出治疗，然因为病家十分信任而未果。最后总算想出办法，治愈病

者。章氏为病家如此笃信而庆幸不已。 

壬午（1882 年）腊月，常熟沈芝卿两腿患红斑，后来恶化，被裴姓医家治成

危证。余景和是病者好友，受邀远赴治疗。病情复杂，余氏自己也很难做主，延

请多位医家合作治疗，但人言人殊，正是所谓“十个医家十个法。”余氏不得已

根据自己的诊断治疗，期间曾遭到病家的质疑。后来经过反复曲折，他终于治愈

了病者，之后感慨：“幸病家信余而不疑”。2在此案中，由于与病者交情甚笃，余

景和曾承担医家和病家两种角色，既自己诊断治疗，又延请其他医家。期间病情

变化多端，尽管病家也曾对其怀疑，但最终信赖，治疗因之取得成功。对于病家

长期的信任，余氏颇感庆幸。 

（二）被任用后的感激心理 

在治疗中，医家用药，受到病家中一些人阻挠，而又有些人为其援手，帮助

其推进治疗，此时医家就对这些人十分感激。“高禄卿室，吴濂仲之妹也。孟夏

分娩发热，初疑蒸乳，数日不退。”病家请产科医家治疗，病者因而大便溏泄。

医家张某再治，酿成危证。“酝香孝廉徐夫人，病者之从母也，心慈似佛，有子

十人皆己出。闻其殆，夤夜命四郎季眉，请援于孟英。按脉洪数七至，口渴苔黄，

洞泻如火，小溲不行，因谓季眉曰：‘病犹可治。第药太惊人，未必敢服。’季眉

坚欲求方，且云在此监服。”王士雄开方治疗，病情稍微减退，第二天复诊仍用

之前药方。“而病家群哗。以为产后最忌寒凉，况洞泄数日乎？仍招张某商之，

                                                             
1 章楠：《医门棒喝》卷二“虚损论·附温暑治案”，第 97-99 页。 
2 参见余景和：《诊余集》“阴斑泄血”，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第 423-424 页。 



张谓：‘幸我屡投温补在前，否则昨药下咽，顷刻亡阳。’复定芪、术之方，业已

煎矣。所亲张芷舟孝廉闻之，飞告于酝香处，汾伯昆季，即驰至病家，幸未入口，

夺盏倾之。索孟英方，煎而督灌，且属群季轮流守视，免致再投别药。孟英感其

情谊，快舒所长。”之后，治疗顺利进行，病者最终痊愈1。在此案中，病家成分

颇为复杂，面对王氏治疗方案，各方意见不一，不少人反对用凉药，治疗眼看半

途而废，王氏的治疗决定权被剥夺。不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酝香等人以强

硬的姿态，力挺王氏，助其完成治疗。王氏颇为感激，也一解心中块垒。 

乌镇莫秀东患奇疾，“医治五年，家资荡尽，秀东欲自缢。其母曰：汝有子

女之累，尚须冀念，不如我死，免闻哀号之声。欲赴水，其戚怜之”，携病者求

治于徐大椿，徐氏诊断后告诉其子：“此怪病也。广求治法以疗之，非但济人，

正可造就已之学问。”因此，徐氏将病者留在家中治疗，用尽各种办法，历时一

月，治愈了病者。病者感激不尽，徐氏却说：“我方欲谢子耳。凡病深者，须尽

我之技而后奏功。今人必欲一剂见效，三剂不验，则易他医。子独始终相信，我

之知己也，能无感乎。”2徐氏之所以治愈了病者的奇症，还反过来感谢病家，就

在于长期受到不少病家的干扰，无法顺利进行治疗而烦恼不已，这次却得到位病

者至始至终的信任，因此感到十分畅快。可见，不少病家对治疗毫无原则的干扰，

随意剥夺医家的治疗决定权，这对医家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创伤。为此，他们梦想

能得到不少干扰的治疗环境，获得稳定的治疗决定权。病者莫秀东住在徐氏家里

治疗，徐氏的这种梦想一下变成了现实。因此，他治愈了疾病，却反过来感谢病

家。 

（三）遭弃用的无奈心理 

在突破各种人事障碍，顺利完成治疗后，医家感到庆幸和感激。而一旦突破

失败，治疗被阻止，医家则感觉很无奈。韩正甫患疟，越医治成坏证。医家何新

之知道病为药所误，但治疗无效。病家邀请王士雄治疗，不久被治愈。当时病者

哥哥贡甫的妻子也患疟疾，不相信王氏诊断而请越医治疗，结果酿成坏证，再次

请王氏治疗，王氏告知病家不可在热补。病家不信，另请医家张某和黄某治疗，

愈治愈坏，病者最后血脱如崩而死。王氏为之甚感无奈，只能感叹：“岂非数已

早定耶！故虽一家之中，同时之病，而疑信不同”3。面对病家的怀疑，王氏无法

获得治疗的决定权，又十分不解，只能无奈地感叹。 

（四）被诽谤的气愤之情 

一般来讲，医家治愈病者，会得到病家的感激。但也有相反的情形，因为治

疗期间的误会，而在治愈后，医家遭到病家的诽谤，因此而感到愤愤不平。 

                                                             
1 王士雄：《王氏医案续编》卷四，盛增秀主编：《王孟英医学全书》，第 325 页。 
2 参见徐大椿：《洄溪医案》“瘀留经络”，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第 391 页。 
3 参见王士雄：《王氏医案三编》卷一，盛增秀主编：《王孟英医学全书》，第 365 页。 



泰兴太平洲王姓妻子，患发热等症，病情变化多端，被屠姓医家治成危证。

时值酷暑，病家已准备后事。医家余景和的师父与病家为世交，以为病者尚可治

疗，毛遂自荐，扭转了病情，打算以甘凉之剂养胃。病家以胃气不佳，转而延请

屠姓医家温补。病情加重，病家又邀请余氏师父治疗，余氏师父说：“吾虽不能

起死回生。治之转机，亦不大易。尓何听信他人乎？”婉言谢绝。余氏在医案中

对此评论说：“嗟乎！有功受谗，亦医家之恨事耳。”1余景和师父看在世交之情的

份上，不顾对其医名的影响，临危受命，扭转了病情，正想继续治疗。然而病家

听信谗言，以为甘凉之剂不利于病情继续好转，是不合理的治法，温补才是正确

的方案。结果余氏师父遭到弃用，忿恨之情可想而知，因此后来拒绝再次治疗。 

由上可知，医家在争夺治疗决定的过程中，心理产生了不少的变化。在争夺

成功后，他们感到庆幸，同时对病家心存感激；一旦失败后，则颇感无奈；要是

遭到诽谤，则非常气愤。 

三、医家对病家的书写 

病家掌握着治疗的决定权，医家只能通过诸多策略，从病家手中争夺过来。

因此，医家在医病关系中，是被动一方，在某种程度上，是弱者。医家的上述心

理变化便是明证。往往的情况是，弱者经常通过某种渠道批评强者，以发泄中的

不满，对其心理做出补偿。作为弱者，医家同样如此，他们采取的渠道就是在医

书中书写病家的形象。清代医家在医书中书写了病家的多种形象，在此，我们主

要讨论几种主要的形象2。 

（一）不相信医家诊断 

胡仰山“素善饮酒贪凉”，患两足溃烂，臀部生疔等湿证，病情十分严重。

医家许豫和治疗，以肾著汤给病者服用。“药力缓，服之二日无大效，其家不信，

竟服金匮肾气汤，数日而死。”潭渡黄氏妇，患腹痛、呕吐不食、不寐等症，许

豫和受邀诊治，给病者服用和胃理气一剂，没有取得疗效。次日复诊，病者再服

一剂，“饮药些许须无大验，病家以为荒唐，遂更医。”3在这两例病案中，病者服

用易一两剂药物后，病家觉得无效或效果不大，就不在信任医家，更换医家。许

豫和对此感到不解，专门做了记录，以示批评。 

（二）频繁换医 

金子近次子祖翼因为劳动，饮食不规律，忽然发热头痛。自己治疗无效，延

请医家。服用一位医家的药后，口吐白沫，有人认为痧证，病家换医。第二位医

                                                             
1 余景和：《诊余集》“结胸”，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第 429 页。 
2 业师余新忠教授对清代扬州医家李炳历史形象的研究，对本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参见余新忠：

《扬州“名医”李炳的医疗生涯及其历史记忆——兼论清代医生医名的获取与流传》《社会科学》2011

（3），第 142-152 页。 
3 参见许豫和：《怡堂散记》卷上“病可治病家不知信任者录四”，沈红瑞、梁秀清主编：《中国历代名医

医话大观》，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年，第 249-250 页。 



家以伤寒治疗，病者先以少量药试服，不久就昏沉谵语。之后，病家延续换医三

次，都诊断为伤寒，但病者服药后，情形如前。第五日，病情恶化危重，医家都

谢绝治疗。病家已经准备后事，但又延请了郭志邃治疗。郭氏刮痧后，病者苏醒，

知道口渴和腹痛。但有人以为痧证不能服药，只能饮用童便。病家信以为真，结

果病者病情再次恶化。无奈之际，病家又延请郭志邃，郭氏为病者服用一剂药物，

病者安睡，情况大为好转。病家听信他言，又换医，结果病情再次恶化，诸医束

手。郭志邃最后治愈1。在此案中，病家连续换医，多大八九次。尤其是在郭志邃

治疗很有效果后，听信他言，改换他医。病情或许不是很严重，但屡次换医，最

后成为大病。这是医家对病家很讨厌和很不解的地方，郭志邃因之刻画了这个病

家朝三暮四的形象。 

有的病家更是达到了每天更换医家的夸张程度。阜宁县益林镇恒和泰号店主

宋绣生妻子，年近四旬，患病十分严重。余奉仙受邀前往诊治，发现病家“日日

更医”。所幸，病家接受了余氏的诊断和治疗，最后病者被治愈2。“日日更医”尽

管要花费不小的诊金，但这对商人宋绣生来说不是问题。然而，这种做法却造成

了医家无法获得长期的治疗决定权，以治愈疾病。这是医家很反感的。因此，余

奉仙对这位病家“日日更医”的形象做了专门的书写。 

（三）犯禁忌 

苏州唐廷法患对心发，治疗需要按时换药，徐大椿将其带到自家诊治。痊愈

前十日，徐氏外出，病者因为贪凉，当风而卧，结果造成破伤风。病情立刻恶化，

情况十分危险。徐氏还以为疮证变重，无药可救，从病者仆人侦得原委后，才用

外感治法扭转病情，最后治愈3。对心法本属重症，不易治疗，而病者却在治疗期

间贪凉，被风吹到伤口，引发破伤风，致使有望痊愈的病情急转直下。如不搞清

原委，徐大椿几乎无计可施。房劳也是病者在治疗期间所犯的禁忌之一。陈汝明

患痢疾，病情严重，又犯房劳，结果酿成险症，昏沉不食，情况危急。喻昌为之

服用三剂药而治愈4。房劳差点送了陈氏的命，所幸喻昌医术高明，陈氏才得以全

生。病家随意违反禁忌，使得医家无法控制病情，医家因之对病家非常不满。然

而，他们无可奈何，只能将这类病家书写在医书中，公示于世人，从而发泄心中

怨气。 

（四）畏惧寒凉药物 

塞道掌侄孙兆某患瘟疫已有十一日，原来治疗的医家已经嘱咐备办后事，病

                                                             
1 参见郭志邃：《痧胀玉衡》后卷“治痧救人脉论”，曹洪欣总主编、吴文清分册主编：《温病大成》第四

部，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年，第 70 页。 
2 参见余奉仙：《医方经验汇编》，上海中医书局出版，1955 年，第 61 页。 
3 参见徐大椿：《洄溪医案》“对心发”，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第 398 页。 
4 参见喻昌：《寓意草》卷二“辨痢疾种种受证不同随证治验”，见陈熠主编：《喻嘉言医学全书》，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年，第 391 页。 



者妻舅伊某想延请余霖，病家就听信他人传言余氏用药过于峻烈，不敢邀请。伊

某力争，病家才同意。余霖为病者在二十天，服用石膏五斤十四两，犀角四两六

钱，黄连三两四钱，治愈了疫症。病家幸喜，才后悔听信谗言1。余霖以治愈瘟疫

而闻名，然而因为常用寒凉猛药而饱受质疑。为此，他非常生气和郁闷，因此，

在医书中专门记述病家从怀疑到相信和佩服的案例，向世人证明自己的高超医术

以及遭到的误解。 

 “一男子新婚，吐蛔发热。”被医家治成坏证。张令韶“诊其脉，缓而长，

一日夜吐蛔十余条，……欲用黄连等清湿热之药。”病家不相信诊断，另行延请

另一位医家治疗，病情加重。病家再次延请张氏，张说：“必欲治，非黄连不可。”

之后病者被治愈2。病家第一次不相信诊断，其实是畏惧寒凉药物黄连。但另一位

医家的误治证明张令韶的诊治的正确，病家醒悟，再次请张氏治疗。病家畏惧寒

凉药物，医家因之很难辨证论治，如果坚持原则，则很有可能被剥夺治疗的决定

权，遭到弃用。病家的这种不理性行为令医家非常被动和烦恼。医家在医书中对

他们不厌其烦的书写，也是在批评和警示此类医家。 

（五）喜好温补药物 

钱某妻子患咳嗽有数月之久，许多医家不能治疗，病者逐渐患废寝忘餐，凛

寒乍热等症，王士雄治愈。病者还想经常服补药，王氏劝说：“病痊体健，何以

药为？吾先慈尝云：人如欹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世之过服补剂，致招

盈满之灾者，比比焉。可不鉴哉！”3这位病者，康复之后，还想经常服用温补药，

可见其对温补的迷信很深。王士雄引用其母亲所说浅显的道理，才说服了病家。

姜锡常身体素来虚弱，患疟痢，病情危重。徐大椿与其平日关系甚好，用清和之

剂为其治愈。有人对此治法不解，问徐氏：“如此大虚，何以不用峻补？”徐氏

回答：“寒热未止，必有外邪，血痢未清，必有内邪。峻补则邪留不去，如此虚

人，可使邪气日增乎？去邪毋伤正，使生机渐达，乃为良策。”4徐氏认为，病者

内外存有病邪，去邪是治病的根本，如果蛮补，无法去除病邪。病者本来身体虚

弱，如此以来只会使其病情更为严重。从病者的提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上述病

家喜好温补的逻辑，身体因患病而虚弱，虚弱就应当温补。与畏惧寒凉的一样，

迷信温补也使医家很烦恼和被动，因此，一再书写病家的对温补痴迷及其危害，

批评病家的不理性，成为徐大椿和王士雄等医家的医案中的重要内容。 

（六）占卜决定是否服药或求乩方 

                                                             
1 参见余霖：《疫疹一得》附一“紫黑呃逆治验”，王致谱主编《温病大成》第一部，福州：福建科学技术

出版社，2007 年，第 675 页。 
2 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二“伤寒”，裘沛然主编：《中国医学大成三编》第 11 册，长沙：岳麓书社，

1994 年，第 508 页。 
3 参见王士雄：《王氏医案三编》卷二，盛增秀主编：《王孟英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年，第 379 页。 
4 参见徐大椿：《洄溪医案》“疟痢”，刘洋主编：《徐灵胎医学全书》，第 385 页。 



“一人伤寒，烦躁面赤，乱闷欲绝”，李中梓受邀治疗，认为“与附子理中

汤，当有生理。”“其弟骇曰：‘医者十辈至，不曰柴胡、承气，则曰竹叶石膏，

今反用此热剂，乌乎敢？’李曰：‘温剂犹生，凉剂立毙矣。’”病家犹豫不决，

占卜决定。“卜之吉”，病者遂服药，随后被治愈。1病家根据其他医家的诊断，认

为李中梓的治方与病证不符，迟疑不决，以占卜结果决定是否服药。寡居的汪子

与妻子患疟疾，被治成坏证，病情危险。王士雄为病者两剂凉药，病情减退。族

人认为疟疾忌服凉剂，娘家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求乩方服用。病情因之恶化。

王士雄再次受邀治疗，病者最后痊愈2。夫家和娘家因为意见不合，而求助乩方，

在王士雄来看，这颇为荒唐。因此，详细记述治疗的过程，从而给予病家间接的

批评。可见，在李中梓和王士雄两位医家看来，上述病家不相信他们的诊断，反

而求助乩方，显得非常愚昧。所以，他们分别对两个病家做了专门的书写，以批

评和警示这类病家。 

由上可知，在医书中，病家的形象主要有不相信医家诊断，频繁换医，犯禁

忌，畏惧寒凉药物，喜好温补药物，通过占卜决定治疗等六种。这六种形象基本

上都是负面的，都在反映病家的不理性行为。在现实治疗中，病家不可能都是如

此不理性，理性的病家必然存在的。医家之所以专门记述病家的负面形象，将病

家矮化，关键在于发泄心中对病家的不满，为自己与病家博弈中的被动做心理补

偿。当然，医家也有拔高自己，建构自己正面形象的心理，同时为自己的治疗推

卸责任3。 

四、结语 

明清医病关系中，病家掌握治疗的决定权。他们有权决定任用某个医家治疗，

也根据自己的认识，有权否决医家的治疗方案，另行延请其他医家，甚至延请诸

多医家会诊，最后决定选择某个医家的方案。这些可以称之为“择医而治”。然

而，治病关键在于医疗技术，治疗还得靠医家，这也是本文伊始病家接受余景和

关于医家拥有治疗决定权说法的文化心理。尽管病家也有一定的医学基础知识，

但具体的疾病诊断和治疗中，他们还是外行。因此，他们尽管掌握着治疗的决定

权，但最终还是要授予医家，医家具体实施治疗的决定权，治愈疾病。这就是医

家争夺治疗决定权的基础。同时，医家之所以能争夺到治疗的决定权，实际上他

们的医术充当了一种权力，能直接作用于病家，支配病家。 

在这种情况，医家与病家才能展开博弈，争夺治疗的决定权。医家所采取的

策略有说服病家、邀请其他医家作证、欺骗病家、包治等策略。这些策略之所以

                                                             
1 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一“伤寒”，裘沛然主编：《中国医学大成三编》第 11 册，第 499 页。 
2 参见王士雄：《王氏医案三编》卷一，盛增秀主编：《王孟英医学全书》，第 366 页。 
3 在医书中，与有诸多负面病家相比，医家将自己书写得形象高大，家医术高明，临危不乱，敢于担当，

他们基本不出现诊治上的失误和言行上的冲动。这些在前文中表现得很明显。同时，病者如果死亡，医家

经常认为不是自己治疗的结果，而是由病家换医等诸多不理性的行为造成的。 



能成功，是因为医家通过医术，支配病家。这种支配力量就是一种权力。也就是

说，这些策略都是以医术为基础的，是医家对医术运用的不同方式。当然，这些

策略是否成功，是医家不可控制的。所以，医家即使成功，也感到庆幸，对病家

心存感激。一旦失败，只能深表无奈。甚至，即使治疗有功，却遭到病家的诽谤，

医家也只有愤怒而已，只能在著述中为自己洗冤和申诉。正因为经常遭到压制，

医家心理普遍失衡，他们将这种失衡的心理带到著述中，在医案中建构了单面相

的病家。在他们的笔下，病家的形象都是负面的，他们不相信诊断、频繁换医、

喜好温补、畏惧寒凉和疼痛、迷信乩方等。 

应当指出的是，病家掌握治疗的决定权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条件的。

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以及本文所列举的诸多病家，绝大多数是社会中上层的病家。

他们之所以拥有治疗决定权，说白了，其社会地位是关键因素。在他们与医家的

关系中，医家被视为方伎，地位较低，他们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和财富，社会地

位较高。如果病家系社会下层民众，他们在与医家的关系中，就可能是被动的一

方了，医家则往往掌握着治疗的决定权。医家余含棻对曾有论述：“贫乏之家，

遇有病者，彼既绝少知交，名医又无力延致，得一医至，不啻菩萨降临，药王再

世，立方用药，急觅煎服，并无疑心。”1可见，社会下层病家往往因为经济薄弱，

无力延请名医，即使延请到普通医家，也深感欣慰了。在此情况下，他们何谈对

医家的治疗指手画脚，只能惟命是从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医家与病家之的权力

问题与社会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以往的相关研究所忽略的。 

[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六卷（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129—

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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